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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期间东北亚国家
加入联合国的三种模式论析

徐 萍

［摘 要］东北亚堪称冷战的“重灾区”，冷战期间东北亚各国加入国际组织的进程因此受阻，其
典型体现之一就是它们通往联合国的道路都颇为曲折。东北亚国家通往联合国的道路可以分为三种
模式，分别为中国的恢复正常权益模式、日本和蒙古国因为阵营阻碍产生的“一揽子交易”模式
以及朝鲜和韩国的分裂模式。总体而言，虽然这三种模式都是受到冷战大环境的影响，但是仍然具
有各自的特征。同时，这三种模式在冷战期间各国加入联合国的历程中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因此值
得研究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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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国际组织，在国际关系中正常运转的基础在于各个会员国的加入与

合作，加入联合国也是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获得承认的法理基础，但是在冷战期间，受制于美苏

冷战的国际背景，很多国家加入联合国的历程并非一帆风顺。本文拟以东北亚国家加入联合国的
曲折历程为例，探析冷战期间美苏对抗对联合国正常运作的影响。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正常权益模式

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
成为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本应顺理成章地恢复在联合国安理会、联合国大会等机构的合法权
益。然而，受冷战的国际背景以及美苏、中美关系的影响，在美国的操纵下，新中国长期被排斥
在联合国之外，而台湾当局却在联合国非法占据这一席位。面对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权益的要
求，美国不断变换手段，先后采取“拖延战略”、“重要问题”提案、“双重代表权”案和 “逆
重要问题”提案等方式，企图阻挠中国本应正常的通往联合国之路，但是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
1971年 10月，在不懈努力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下，中国得以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权益。
(一) 美国“拖延战略”的提出与实施
新中国成立后，1949 年 10 月 3 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美国政府将继续承认国民党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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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的表态对于英国、法国和拉美一些国家产生了影响，这是阻碍
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权益的重要背景。
面对中国提出的恢复在联合国合法权益的要求，美国最初采取的是拖延战略，即避免对该问

题进行讨论。1949年 11月 15日，周恩来总理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
央人民政府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应该在联合国代表中国行使权力，国民党政府已经不具备在

联合国代表中国的法律与事实基础。［1］85－87迫于美国的压力，赖伊未将中国的电报发给联合国成
员国，也未进行讨论，只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为联合国 “非会员国”为由，拒绝了中方的要求。
1950年 1月 8日，周恩来总理再次致电赖伊，表示中国准备派代表参加联合国大会。中方的意
见得到了苏联的支持，苏联向安理会递交提案，希望安理会采纳中方意见，但在美国的操纵下，

该提案最终未能通过，苏联、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国为表达抗议，退出了联合国的相关机构
( 同年 8月返回) 。朝鲜战争爆发后，中美关系恶化，进一步影响了中国重返联合国的进程。
11月 4日，在第六届联大即将召开之际，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与英国外交大臣进行商讨时，提
出“在第六届联大，要阻止一切讨论关于‘中国代表权’问题的提案”，“如果我们能够成功地
实施无限搁置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的策略，那么即使苏联提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席位的主
张，也不会起到任何作用”。［2］278－279因而，第六届联大再次搁置讨论 “中国代表权”问题。
这一时期，苏联出于帮助盟友和增强自己在联合国中影响力的双重考虑，不断向联合国提出

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的建议，而美国则想尽一切办法阻止该提案的讨论。1952 年 4 月 5 日，
艾奇逊在给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的指令中说，“今年联大第一轮讨论中，苏联方面很有可能提出
邀请中国加入联合国的提案，同时也很有可能提议将 ‘中国代表权’问题列入联合国议事日程
中”［3］622－623，美国应该竭尽所能将这一问题排斥在联大议事日程之外。1953年，福斯特·杜勒斯
接替艾奇逊成为美国国务卿，在应对中国加入联合国的问题上，基本沿用了 “拖延战略”，搁置
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

20世纪 50年代，美国在联合国中势力极其强大，在当时联合国的成员国之中，苏联及其盟
友只占 6票，其余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美国的影响，美国实际上可以控制表决过程并实行
“拖延战略”，千方百计地阻挠联大讨论 “中国代表权”问题，使得新中国迟迟不能重返联合国。
(二) 美国“重要问题”案的提出
二战之后，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兴起。进入 20世纪 60年代之后，第三世界国家在联合

国中的数量不断增加，美国对联合国的控制力日趋衰弱，其之前采取的 “拖延战略”无法继续
实施，美国不得不面对必须讨论 “中国代表权”问题的局面。于是美国改弦易辙，联合澳大利
亚、新西兰等国提出所谓的 “重要问题”提案，即 “中国重返联合国”问题属于 “重要问题”，
而“重要问题”需在联合国大会进行表决，并在取得 2 /3 多数票同意的情况下方可生效。但是
“重要问题”提案本身就是美国刻意制造出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台湾当局成为中国唯一合
法政权，这只是一个政权更替过程，实际上中国重返联合国只需简单多数通过即可。从美国提出
“重要问题”提案这件事，可以看出在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已经难以控制联合国的表决进程，
必须采取新的手段才能阻止中国重返联合国。

20世纪 60年代，中国与亚非拉国家、某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取得了重大进展，中法建交
意味着资本主义阵营离心倾向的加剧，而第三世界中支持中国恢复合法权益的国家也在不断增

多。1969年 2月 17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由阿尔巴尼亚等 14 国提出的关于 “恢复中国联合国
席位”提案，这预示着美国提出的所谓 “重要问题”提案已经失效。美国再度改变手法，提出
了“双重代表权”案和“逆重要问题”提案，希望借此遏制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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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美国“双重代表权”案的提出
“双重代表权”提案正式实施的时间为 1970 年，但其最早提出的时间为 1966 年 4 月 28 日。
鉴于当时第三世界国家在联合国的影响力日益增大，美国常驻联合国大使高德博格主张对此采取

预防性措施。在致总统约翰逊的信中，高德博格指出，“在明年的联合国大会上，我们很有可能
无法凭借三分之二的多数票来阻止中国加入联合国……我们需要做的是应该确保台湾在联合国中
的席位”，“美国应该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方面都在联合国中拥有席位”。［4］293－294该方案真正
付诸实施是在 20世纪 70年代，当时联合国大会内的力量对比进一步发生了有利于中国的变化。
在 1970年的第 25届联大上，18个第三世界国家联合提出 “新中国重返联合国”的提案，虽然
该提案的最终表决结果为 51票赞成、49票反对，未获通过，但是可以看出第三世界国家在票数
上已经取得了优势，美国开始意识到，已经难以阻挡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权益，因此，时

任国务卿罗杰斯正式提出了 “双重代表权”案。
1970年 7月 11日，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在提交给尼克松总统的备忘录中，陈述了

国务卿罗杰斯就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合法权益的看法，“罗杰斯强烈主张美国应该坚持既定方针
( 即双重代表权案 ) ，虽然这很可能失败。他主张应该在联合国中给台湾当局留有一席之
地”［5］505。为此目的，罗杰斯主张美国应该坚持两个基本立场，即 “第一，美国的目标是确保台
湾在联合国中仍然保留一席之地，而不是一味地排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尼克松总统正在
缓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敌对关系，同时美国政府正在促进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更广泛的

交流与合作。这样做会为我们留有后路，即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功重返联合国，我们也不会因此
蒙羞”［5］506－507。

1971年 7月 15日，罗杰斯正式提出“双重代表权”案。同日，阿尔巴尼亚与阿尔及利亚等
国提出了中国重返联合国的提案，并且主张新中国重返联合国后，立即将台湾代表从联合国及其

附属机构中驱逐出去，这一观点彻底否定了 “双重代表权”案。在 26 届联大上， “两阿提案”
得以通过，至此，“双重代表权”案已无实际意义。
(四) 美国“逆重要问题”案的提出
面对“两阿提案”中的中国重返联合国之后必须立即将台湾当局代表在联合国及其附属机

构中驱逐出去的要求，美国提出了 “逆重要问题”提案，即将台湾代表驱逐出联合国及其一切
附属机构的提案，也属于“重大问题”，需要得到联大 2 /3多数票赞同方可通过，但是由于该提
案甚至没有得到其盟友的支持，最终不了了之。1971 年 10 月 25 日，第 26 届联合国大会召开，
会上就中国的代表权问题进行表决，最终表决结果为: 76 票赞成，35 票反对，17 票弃权，“两
阿提案”以压倒性优势获得通过，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权益。
在冷战期间，美国先是出于与苏联对抗的需要，后来是为了遏制社会主义阵营在联合国中的

力量，最后是为了维护与台湾当局所谓的盟友关系，不断变换手段，给中国重返联合国制造重重

障碍。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过程，在通往联合国之路的国家中属于正常权益恢复模式，
这一模式具有特殊性。中国正常恢复合法席位用了 22 年的时间，走过了曲折的历程，是冷战时
期的特有现象。

二、“一揽子交易”模式与绕不开的阵营阻碍: 日本和蒙古国

冷战时期的美苏较量同时也是两大阵营的较量，美国和苏联为代表的每一方都试图扩大己方

力量，限制对方的影响。其在联合国中的表现，就是阻止亲近对方的国家加入联合国，而这在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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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亚地区最为典型的体现，就是日本和蒙古国加入联合国的历程。在它们加入联合国的进程中，
甚至出现为了规避单独加入的障碍而采取 “一揽子交易”方案，结果日本的 “一揽子交易”模
式功败垂成，而蒙古国则是经历过两次 “一揽子交易”模式才获得成功。
(一) 日本加入联合国历程中的苏联因素

联合国宪章中虽然列有关于 “敌国条款”的规定，但是同时也规定 “接受宪章所载之义务，
经本组织认为确能并愿意履行该项义务者得为联合国会员国”［6］。因此，日本具有加入联合国的
资格，但是这种资格的获得是在 1952 年，而不是日本战败投降的 1945 年，原因在于从 1945 年
到 1952年是美国占领日本的时期，日本被剥夺了包括外交权在内的绝大部分主权，因而不具备
加入联合国的独立国家的法理条件。1952 年 4 月，《旧金山和约》生效，日本得以恢复国家主
权，之后日本力图通过外交活动重返国际社会。不久，日本迅速向联合国提交了加入申请。然而
在加入联合国的实际操作中，日本的道路一波三折，其直接原因就是苏联在安理会行使了否

决权。
日本加入联合国的进程可以划分为 4个时间节点。第一个节点是 1952 年。6 月 23 日，日本

驻纽约总领事岛津久大向赖伊递交加入联合国的申请书，表明 “日本国民渴望参加联合国事业，
并把宪章的目的和原则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日本国民对联合国要推进各国之间的和平与合作的
目的也表示赞同。日本政府满怀热情地提出申请加入联合国，并保证采取一切手段履行联合国会
员国应尽的义务”［7］260，但是当时朝鲜战争正在进行，冷战形势严峻，而 “旧金山体制”也意味
着日本选择了向美国“一边倒”的外交路线，日苏关系处于非常紧张的状态，这成为日本加入
联合国的最大障碍。在 9月 18日的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日本政府加入联合国的申请得到了安
理会 11个成员国中 10个国家的赞成，但是却被苏联一票否决，理由在于日本没有真正摆脱外国
占领，并且没有与苏联和中国缔结和平条约，日本第一次加入联合国的努力因此失败。
第二个时间节点为 1954年的“准加入方式”努力及其失败。1952年的尝试失败之后，日本

外务省提出了三种解决方案: 第一，集体行动的“正式加入方式”，即日本与社会主义阵营及亚
非拉各国同时申请加入联合国，以确保不被苏联否决; 其二是 “准加入方式”，即日本可以参加
联合国大会的讨论，但是不享有投票权，这一方式为美国提议; 其三 “向联合国渗透的方式”，
即日本积极参加联合国的各个组织，为以后的加入做些铺垫和准备。在上述三种方案中，只有
“正式加入”是获得联合国正式席位的方式，是日本的最优选择。1954 年 4 月 27 日，日本表示
“尽管实现正式加入机会很小，但也要努力尝试”［8］33。然而美国认为正式加入很难成功，如果苏
联“再次行使否决权，美国很难让日本以及其他非会员国加入联合国”，因此建议日本采取 “准
加入方式”，但美国也指出，“采取 ‘准加入方式’加入联合国只是权宜之计”，“将继续大力支
持日本加入联合国”。［9］1007迫于形势，日本被迫同意了美国的建议，但美国的 “准加入方式”提
案只获得了埃及、印度、阿根廷等少数国家的支持，致使该提案胎死腹中，日本的努力再度失
败。于是，通过“一揽子交易”的模式集体加入就成为日本的努力目标。
第三个时间节点是 1955年的再次努力及其失败。1953 年斯大林去世之后，美苏之间的关系

逐渐走向缓和，这种缓和反映到联合国层面，就是自联合国成立以来的 “会籍僵局”有可能被
打破，从而使得美苏之间有争议的国家加入联合国成为可能。日本看到了这一机会，再次为实现
加入联合国的目标积极活动起来。1955年 4月，日本政府派代表团在亚非会议上展开会场外交;
6月，日本参加了纪念联合国成立十周年特别大会。这些行为旨在为日本加入联合国制造有利的
舆论氛围。为了规避苏联的反对，日本选择了加入联合国的 “一揽子交易”方案。1955 年 12 月
8日召开的第十届联合国大会，审议通过了新西兰等国提出的日本、蒙古等 18 个国家同时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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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的一揽子决议案，苏联没有提出反对意见。① 但是进入 12 月 13 日的安理会审议环节时，
当时还占据联合国席位的台湾当局对该提案 ( 主要是针对蒙古国) 行使了否决权。作为报复手
段，苏联随即对日本的申请也进行了否决，日本加入联合国的尝试又一次功败垂成。
第 4个时间节点是 1956 年，日本最终如愿以偿。日本的申请两次被苏联直接否决，即使

“一揽子交易”方案也无法规避，这使得日本意识到，只有实现日苏关系的改善才能达成加入联
合国的目标。“争取早日加入联合国，是日本参与国际政治的一个台阶，而恢复日苏邦交则是踏
上这个台阶的梯子。”［10］321于是从 1955年开始，日本和苏联之间开始围绕领土、被苏联扣押的日
本人和北太平洋捕鱼等一系列问题展开谈判并最终达成了妥协。1956年 10月，《日苏共同宣言》
签订，两国最终实现了邦交正常化，日本得到了苏联对其加入联合国的支持，从而拿到了加入联

合国的“门票”。12月 7日，日本驻联合国观察员加濑俊一向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递交了加
入联合国的申请。12月 12日，安理会同意推荐日本加入联合国。12 月 18 日上午，联合国大会
也通过了日本加入联合国的申请。至此，日本成为联合国第 80个会员国。
(二) 两次“一揽子交易”与蒙古国的加入
1924年蒙古国成立。在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以苏联出兵东北为由，迫使美国在雅尔塔协

定中同意维持外蒙古现状，并以同样的条件使得国民政府在与苏联签订的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中正式承认蒙古国。随着冷战和中国内战的爆发以及蒋介石败退至台湾，台湾当局逐渐拒绝承认
蒙古国，同时坚决反对其加入联合国。美国、苏联、台湾当局 ( 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未重返
联合国) 三方的态度，成为蒙古国能否成功加入联合国的重要因素。
苏联积极支持蒙古国加入联合国，以壮大社会主义阵营在联合国中的力量。1946 年，蒙古

国申请加入联合国，但是一直遭到美国和台湾当局的抵制。为了减少阻力，蒙古国决定采纳美国
主张的“一揽子交易”方式加入联合国。前文提到的 1955 年提出的 18 个国家一起加入联合国
的一揽子协议，其中就包括蒙古国，最终 16国成功加入联合国，但是蒙古国和日本未能加入联
合国。蒙古国未能加入联合国的主要原因在于台湾当局行使否决权。
美国起初一直和台湾当局一起大力反对蒙古国加入联合国，但是进入 60 年代以后，其态度

逐渐发生了变化。“1960 年 12 月 3 日至 4 日，安理会讨论了接纳新成员国问题，最终否决了苏
联主张蒙古国加入联合国的提议，但是却决定考虑毛里塔尼亚加入联合国的决议 ( 美国支持毛

里塔尼亚加入联合国，反对蒙古国加入联合国) 。”［11］453苏联借机提出了另一个版本的 “一揽子交
易”方案，即如果美国支持蒙古国加入联合国，苏联就同意毛里塔尼亚加入联合国，这就是
“蒙古国—毛里塔尼亚同时加入联合国”的“一揽子交易”。
苏联的提议对美国产生了吸引力，原因有二: 其一，当时主张新中国重返联合国的呼声高

涨，在此背景之下，美国愿意与苏联就蒙古国问题达成妥协。其二，当时很多非洲国家高度关注
毛里塔尼亚问题，如果得到美国支持的毛里塔尼亚能够成功加入联合国，美国就可以扩大其在非

洲的影响力，从而可以拉拢众多非洲国家共同反对新中国重返联合国。因此，美国开始支持蒙古
国加入联合国。1961年 5月 23日，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在给肯尼迪总统的备忘录中，提到 “美国
应当重新评估对于蒙古国的政策，并且应采取一些必要的行动”［12］417，同时指出 “美国应该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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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一揽子交易”，也称一揽子方案，是由美国所主张的联合国在接纳会员时应该遵循的原则，最早起源于 1946 年。当
时共有 9个国家申请加入联合国，美国代表主张安理会应该同意同时推荐所有的申请国，从而体现联合国的普遍性特征，但是
苏联认为应该对申请国逐一进行审议，最终苏联的意见占了上风，结果 9个国家中只有 3个国家得到推荐。之后，为了避免会
籍僵局的出现，美国等国再度提出“一揽子交易”方案———对所有提出申请的国家都同时推荐，苏联则一直持反对态度。苏联
这次没有提出反对，是一个罕见的意外，对于日本而言是一次难得的机会。



美方的盟友对蒙古国加入联合国的看法”［12］419，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台湾当局对蒙古国加入联合国
的态度。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美国不断向台湾当局说明利弊，使之同意蒙古国加入联合国。
1961年 8月 1日，肯尼迪总统在华盛顿会见台湾当局代表陈诚时指出，“巴基斯坦已经表明，去
年是它最后一次在联合国支持美国反对新中国重返联合国了，尼日利亚与巴西也表示会改变对待

这个问题的态度”［12］203。肯尼迪还向陈诚作出保证，“我们 ( 美国) 更关注蒙古国加入联合国给
美国带来的好处 ( 毛里塔尼亚可以加入联合国，从而取得众多非洲国家的支持，进而扩大反对

新中国重返联合国的力量) ”［12］203，即支持蒙古国加入联合国是间接帮助台湾当局保住联合国席
位的重要举措。台湾当局几经权衡，并且在得到肯尼迪反对新中国重返联合国的保证下，最终接
受了美国的观点。1961年 10月 25日，“在联合国安理会的会议中，以 9 票赞成，1 票弃权 ( 台
湾当局) 的结果，蒙古国成功加入联合国”［12］421。
出于冷战对抗的需要，美苏双方都反对对方阵营中的国家加入联合国，导致在一段时间之内

出现联合国的“会籍僵局”，从而构成了加入联合国进程中的典型阵营阻碍，东北亚地区的日本
和蒙古国就是典型例证。为了规避这一问题，日本和蒙古国计划通过 “一揽子交易”的模式加
入联合国，但是在 1955年的“一揽子交易”模式中，蒙古国和日本都失败了，最终日本只能选
择改善日苏关系的办法，蒙古国则通过第二次 “一揽子交易”的模式获得了成功。日、蒙双方
加入联合国进程中遇到的问题和阻碍，属于最为典型的阵营阻碍，这在冷战期间是一种常态，是

最具有代表性的一种模式，可以说冷战期间大多数有争议的国家加入联合国都属于这种模式。

三、分裂模式: 朝鲜和韩国

在二战和冷战的背景之下，朝鲜半岛分裂为两个国家，它们加入联合国的历程不仅受到阵营

对立的影响，同时也受到两个政权相互敌对的制约。1948 年 8 月 15 日，大韩民国宣告成立;
9月 9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朝鲜半岛正式分裂，随后两国分别被纳入了美苏阵
营，其加入联合国之路也因为受到阵营的阻碍和朝鲜半岛的特殊情况而困难重重。
(一) 四五十年代的初步尝试

朝鲜和韩国建立之后，都认为自己是朝鲜半岛上的唯一合法政府，而哪个国家得到国际社会

上的法理承认，就更具存在的合法性，也会更加具有代表性，因此两国先后提出了加入联合国的

申请。早在 1949年，两国就分别提出了加入联合国的申请。1 月 19 日，韩国外务部长官致信联
合国秘书长，表示韩国要求加入联合国。2月 9日，朝鲜也向联合国秘书长发出电报，请求加入
联合国。此时美苏冷战已经全面展开，并且愈演愈烈，这一问题很快成为美苏之间争斗的一个焦
点，并在整个冷战期间持续影响了朝鲜和韩国的加入联合国之路。2 月 15 日，联合国安理会开
始讨论这一问题，苏联态度强硬而鲜明，坚决反对韩国加入联合国，理由是韩国仍然处于美军占

领之下，韩国政府是在外国军队占领的情况下产生的，不能反映人民的意愿，是一个傀儡政权，

不适合加入联合国。因为美国的反对，朝鲜的申请甚至没有被列入议事日程。
1951年 12月 22日，韩国再次提出申请; 1952 年 1 月 2 日，朝鲜也再度提出申请，但是当

时朝鲜战争正在进行，所以安理会并没有审议这一问题。朝鲜战争结束之后，1954 年 10 月 25
日，联合国受理了美国在内的 13个国家提出的韩国加入联合国的问题，会议投票的结果是 49 票
赞成，9票反对，但是由于苏联最后在安理会上行使了否决权，韩国未能加入联合国。
同日本一样，韩国也曾经试图通过 “一揽子交易”的模式摆脱加入联合国的困境。最初在

1955年新西兰提出的关于会员国加入的一揽子方案中包括韩国和南越 ( 越南共和国) ，但是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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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担心由于韩国和南越问题影响新西兰等国家的加入，于是决定把韩国和南越排除在外。因为
美国这一做法，加上当时正值美苏关系缓和，苏联也相应放弃了对朝鲜和北越 ( 越南民主共和

国) 加入联合国申请的坚持，这样朝鲜和韩国则失去了通过一揽子方案加入联合国的机会。之
后，一直到 50年代末，朝鲜和韩国相继几度提出加入联合国的申请，但是毫无进展。1957 年，
苏联提出“应该将越南和南北朝鲜加入联合国问题一起打包解决。与此同时，苏联认为如果越
南不能统一，就不能加入联合国 ( 南越加入联合国后会支持美国) ，但苏联仍主张南北朝鲜应同

时加入联合国”［13］496－497。然而，随着柏林危机的爆发，美苏关系再次陷入僵局，这一问题不了
了之。
(二) 六七十年代的继续努力

20世纪 60年代朝韩双方的申请较少，除了 1961 年韩国提出申请再度被苏联否决之外，两
国再也没有申请加入联合国。70 年代是美苏缓和的一个高峰时期，这似乎给朝鲜和韩国带了一
线希望。1973年，韩国出台了新的北方政策，宣称在 “平等互惠”原则下，韩国将向包括苏联
和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实行门户开放政策，不管其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是否存在差异。［14］73这一
政策表明韩国准备改善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之间的关系，也意味着韩国政府对所宣称的 “全朝
鲜半岛人民唯一代表”的实质性退让。这一政策反映到加入联合国这一问题上，是韩国不再坚
持单独加入，而是提出了“同时加入”的方案。这一方面固然是为了化解苏联的反对，另一方
面也是应对美国无力单独掌控联合国的一种现实策略，同时也是受到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申请同

时加入联合国的启发。韩国的主张得到了美国的肯定。1973 年 6 月 18 日，美国就韩国的提议表
达了自己的看法，认为“韩国提出这样的政策是为了在今秋将要召开的联大上先发制人，以退
为进，扫除加入联合国的障碍。更为重要的是，韩国的这一政策将以朝韩双方相互理解的方式，
实现半岛和解”［15］98。在美国看来，韩国的政策一方面有助于其加入联合国，另一方面即使韩国
未能成功加入联合国，该政策也能在朝鲜半岛上实现一定的和解。1973 年 7 月 13 日，美国国家
安全委员会给基辛格的备忘录中指出， “美国已经向韩国做出保证，支持韩国提出的政策。同
时，美国也会让联合国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了解美方的态度”［16］408。在这一思想指导下，1975
年，韩国再度提出加入联合国的申请，并且强调不反对朝鲜同时加入，但是这一提议在安理会只

获得了 7票赞成，未能通过。在此之后，两国的多次申请都未能通过。
(三) 八九十年代形势的变化及走向成功

到了 20世纪 80年代末期，国际局势再度发生重大变化，韩国先后与东欧国家和苏联建交，
联合国内支持韩国单独或者朝、韩两国同时加入的国家急剧增多，而支持朝鲜单独加入的国家则
迅速减少。朝鲜一直反对韩国单独加入联合国，因此最终不得不接受一起加入的模式。1991 年
7月，朝鲜再度提出加入联合国的申请，8月，韩国也提出加入申请，他们的申请得到了安理会
的推荐。1991年 9月 17日，第 46届联大同意接受朝鲜和韩国同时加入联合国。
二战后朝鲜和韩国加入联合国的历程属于分裂模式，它既受到美苏冷战的影响，也受制于半

岛分裂的特殊情况。与其相类似的是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它们在 1973 年分别加入联合国，而
朝鲜和韩国的历程更为复杂和艰难，这也反映了东北亚地区冷战局势的复杂性。

四、结 语

综上所述，东北亚国家加入联合国的历程可以概括为三种模式，分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恢

复正常权益模式，日本和蒙古国因为东西方两大阵营阻碍而产生的 “一揽子交易”模式以及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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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和韩国的分裂模式。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恢复正常权益模式，其余两种模式并非是局限于东北
亚地区的个案。1945年 10月 26日，联合国正式成立时，创始会员国为 51 个。时至今日，联合
国已经发展成拥有 193 个会员国的最大的国际组织。以苏联解体为冷战结束的标志，其中只有
26个国家是在冷战后加入联合国的，其余的国家均是在冷战期间申请并加入联合国的。与朝鲜
和韩国的分裂模式类似的是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在 1973 年同时加入联合国，而通过 “一揽子交
易”模式加入联合国的国家，也基本上属于曾经面临东西方两大阵营阻碍的国家。因此，东北
亚国家通往联合国之路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通过对东北亚国家加入联合国模式的分析，可以得出如下三点结论:

首先，东北亚是冷战对峙特征最为明显的地区之一，这不仅影响到东北亚各国之间的双边关

系，一度造成了东北亚壁垒分明的对峙局面，而且也影响到东北亚国家的对外关系，是阻碍东北

亚国家正常加入联合国的重要原因。东北亚国家加入联合国虽然可以分为三种模式，但总体而言
都是冷战大环境造成的特定现象，这也反映了东北亚地区在冷战中的特殊地位。
其次，东北亚国家通往联合国之路的曲折与坎坷，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美苏冷战的范围已经波

及和扩展到国际组织层面，冷战期间的国际组织难以正常发挥作用。由于美苏冷战，导致联合国
在冷战期间缺乏正常的运转环境，成为美苏斗争的战场和重要工具。美苏在国际组织层面的竞争
不仅仅限于联合国，许多国际组织都成为美苏争权夺利的战场。
最后，否决权在三种模式中是最为关键的问题，也是导致冷战期间联合国一度出现 “会籍

僵局”的主要原因。相对于国际联盟的 “全体一致”原则，否决权是一个进步，它是联合国运
行的重要基础，很大程度上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安全，但是在冷战期间，它成为美苏政治角逐的工

具。五大常任理事国中的任何一个行使否决权，都将使得联合国的某些行动无法进行下去，这种
状况也是呼吁联合国进行改革的一个基本背景。安理会改革尤其是对否决权的适度改革，历来都
是各个会员国尤其是常任理事国关注的焦点，其走向将在某种程度上影响联合国功能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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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illegal judgment of the illegality section applies to the substantive pollution and ecological damage violations of the
right to life，health and physical rights． Other cases of infringement of civil rights and interests shall be judged by means
of misbehavior． The judgment of illegal behavior needs to be comprehensively measured according to such factors as
mandatory standard，severity of harmful behavior，performance as an obligation and function of business to the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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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ernal challenges． The President Xi Jin－ping has proposed a new typ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eaturing win－win coop-
eration，which has provided value and policy support for South－South cooperation to upgrade to the new type． The new
type of South－South cooperation makes the South－South cooperation go beyond the constraints of the hypothesis of“e-
conomic person”，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identity between developing countries overcome the self－inter-
est interference and focus on long－term interests and policy consideration of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new type of
South－South cooperation has a major significance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including China． I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integrating public space，providing public goods for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cooperation of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en-
hancing the collective discourse power of the southern countries as well． The practice of the new type of South－South co-
operation needs to construct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ucture of the share mode，a reasonable cost sharing mecha-
nism，an orderly growth mechanism and public product supply mechanism．

Keywords: new typ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type of South －South cooperation;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North－South relations

Zhou Ting’s View on Five－Word Ancient Style of Tang Poems
DING Fang ( 175)

Abstract: Ming Scholar Zhou Ting made an important anthology of Tang poetry，which is briefly named Xuan
Mai，in which Zhou Ting set the greatest store on Five－word Ancient Style and put forward many original ideas． Zhou
Ting brought insight of developing process of Five－word Ancient Style and praised the Early and Flouring Tang Dynasty
highly． Zhou Ting gave the higher evaluation for Wang Wei，Meng Hao－ran，Chu Guang－xi，Cen Shen，Gao Shi，Li
Bai and Du Fu． He admired Li Bai and Du Fu equally． Zhou Ting’s poetic thoughts is based on Confucian thoughts
which means complaint but not rage． The view is related to his family，scholastic accomplishment and time of upheaval．
Zhou Ting revealed and discussed the poets’artistic creation on Five－word Ancient Style． For example，he analyz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u fu’s poetry，such as solemnity，magnificent，sweet and fluency． Zhou Ting’s poetic thoughts was
rooted in the tradition of poetics which made a new advancement． Zhou Ting’s academic contribution is outstrip other an-
thologies of Tang poetry and deserves further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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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irst Collection of Ci about Four Tones Figure:
On Yang Yi－lin’s Analysis of Zhou Bang－yan’s Ci－Music

TAN Xin－hong，QI Kai ( 188)
Abstract: The Analysis of Zhou Bang－yan’s Ci－music，written by Yang Yi－lin in the time of Ｒepublic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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